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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治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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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对话周黎安：实践社会科学》集合了著名法律史学家、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前讲座教授黄宗智，与经

济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周黎安就中国治理的经验、模式以及中国治

理与西方不同理论流派政治思想的关系所展开的学术对话文章。 

 
周黎安教授提出过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也很具概括性的观点，那就是

在中国各级政府之间，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的发包制。这种发包制

体现为发包方通过政策、法律将剩余控制权转移到承包方（下级，基层政府），

“在经济激励与预算筹集上，承包方承担相当部分的经费自筹义务并享有

一定的创造收入的剩余索取权”；发包商更强调对承包商进行结果导向的绩

效考核和人格化问责。 

周黎安教授的这个观点，其实就是打破了西方理论视野下有关国家能

力等同于国家治理机构的科层化和理性化的认知。如果依照西方理论观点

来呆板审视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的国家能力，就很难得出正确答案。 

1. 行政发包制：国家能力的依托  

    依照周黎安教授的观点，行政发包制成为了中国增进国家能力、快速启

动工业化、国家创新发展进程的关键。发包方无疑掌握了所有名义上的权威，



权力转移与分配往往并没有经过一个比较清晰明确的授权过程，承包方拥

有的更多是实际控制权和自由裁量权。这意味着，行政权的转移本身是“相

对模糊的相机授权”，不可能全然清楚地表述在书面，往往会根据项目进程、

社会和经济效益、廉洁、环保、民众获益与否及多与少来进行结果评价。 

西方理论对国家能力的强调，会注重资源汲取和动员。如周黎安教授所

说，这其实与欧洲近代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统一国家往往是在打破教会、

贵族、地方权威而发展中央集权，并全面渗透公民社会汲取税源。实际上，

这恰恰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迎来民族独立、国家初建时，因全盘复刻西方

国家模式带来的教训。《黄宗智对话周黎安：实践社会科学》这本书指出，

中国在明清时期，虽然国家名义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财政体系，但在实际运

行中，州县官要完成职责就不得不依赖由各种陋规、火耗、徭役派发等组成

的非正式经费体系。这一做法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也被重新沿用，这也是

为什么当时的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财政、预算包干。尽管地方政府的预算外

财政在 2010 年被取消，但同期又通过大量新成立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土地

财政，建立起地方政府广义预算体系和多元化融资机制。 

周黎安教授所指的人格化问责，与前述的“相对模糊的相机授权”、结

果评价相吻合、衔接，也就是为不同权重的目标责任制落实官员治理责任，

目标清晰，责任到人。这种责任制逐渐建立起比较清晰的制度规则。但也完

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职业化、按章办事。究竟哪种做法

更可能快速回应社会和经济治理的需要，哪种更能带来政治稳定，其实经过

深入思考，不难发现，中国政策执行机制更具有稳态化、程序化机制。 

周黎安教授的这些观点，算是有点“石破天惊”，但有效祛除了许多学

界人士基于西方的国家理论对中国治理现代化的“人治”批评。 

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行政发包制总体上高度有效，在部分领域展

现出巨大优势，比如招商引资、流行病防控，以及原先相对低效但在“提级”

管理从而变得非常有效的领域，如河流治理（河长制）、耕地红线维护。这

种情况下，作为发包方的国家级和省级，得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高铁、核

电、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建设，以及攻坚扶贫等领域。 



但必须看到，行政发包制也不可避免导致在发包方和承包方信息高度

不对称，且很难通过督察、数据核查等方式予以督导的部分领域，出现应付

式的运动式治理，甚至扭曲统计数据。部分地区的财政困境也使得其很难履

行部分公共职责。一些基层干部也因此变得倦怠，履职敷衍了事，成为所谓

的躺平干部。 

2. 发包-承包制并非新事物  

 
黄宗智教授则从历史和现实的不同视角，深入思考了“第三领域”。在

中国清代以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和国家政权互动间产生了半正式的治理

和正义体系。县以上官府向基层征收的税额很低，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前

期才相当于农业产值的 2%-4%，相较于西方和日本已经很低了。 

“‘集权’和‘简约’的帝国治理体系自始便与中国小农社会经济特早

兴起，特早成熟，特早支撑高密度人口，特别强韧持续至今紧密有关”。两

者的结合是依托中央集权的关键，也导致了紧密聚居的村庄及其自治、纠纷

解决机制的产生。这本身就是帝国政府向基层转移权威，一种初级形态的发

包-承包方式的体现。 

20 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在近代化进程中开始发生演变，但社会领域仍

然稳定依托于民间自治力量。而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也就是计划经济时

期，国家将第三领域的商业部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由基层的人民公社、

生产队或街道办、居委会替代了过去由第三领域的社会部分。这种替代虽然

相当程度上压抑了民间经济的发展，但国内外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均认为国

家力量的充分介入，大幅度地推进了性别解放，为城乡基层推广覆盖了公共

教育和卫生——这些介入带来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海量的、

满足工业化转化需求的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快速发育充实的同时，也暴露出因国家介入开始

收缩引起的基层治理空缺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社会发育不足被证明不能

很好地通过市场机制来加以弥补。因而，21 世纪初，国内城乡基层治理开

始重新结合古代智慧，参照西方、日韩等国家的治理经验，培育中国特色式

的社会空间和自治方式。 



黄宗智教授在点评周黎安教授有关行政发包制观点的叙述中指出，后

者的论析不同于新古典教科书经济学，也不同于一些经济学家轻率地将中

国的发展归结于所谓的政府退出、仅仅依托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资源配置

和营利机制所起作用的论定。 

事实上，黄宗智教授也在参照周黎安教授的观点，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历

史学界以及海外历史学界、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县乡胥吏的呆板化评价。 

其实，在古代，县乡一级甚至州府一级，行政权力相当程度上也呈现类

似于发包制的制度安排。这甚至在现在的一些地方和单位，也同样存在，也

就是基层治理单位不仅在外部向第三方购买各类公益型、半公益型的服务，

在内部也通过引入劳务派遣的临聘人员，也解决公共服务专业度、人手不足

等问题，这显然也可以视为一种发包-承包制。 

发包与承包关系，以及其他相似的委托-代理关系，是解开中国治理、

发展、增长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  
 

 

 


